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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我理解了父亲的想法

如果病人立下生前预嘱“不
要做无谓抢救”，医院就要尊重
其意愿让病人平静走完余生。
近日，“生前预嘱”作为法律条
款，被写入《深圳经济特区医疗
条例》修订稿，并将于2023年1
月1日起正式施行。

在北京，也有一群正推广生
前预嘱的人，他们的目标就是让
更多人能“更有尊严地面对死
亡”。

不做无谓抢救不做无谓抢救————

““让我更有尊严地走完人生让我更有尊严地走完人生””

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会
长王瑛告诉记者，生前预嘱推广
和安宁疗护、生命教育等密不可
分。

2013年，北京生前预嘱推
广协会成立，成为我国第一个推
广生前预嘱的社会组织。2021
年，在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的
帮助下，深圳市生前预嘱推广协
会成立，成为全国第二个推广生
前预嘱的公益组织。截至目前，
已经有超过5万人，通过北京生
前预嘱推广协会注册、签署了生
前预嘱。

“在生命教育这一块，我们
多年的工作取得了一些进展。”
王瑛说，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
很忌讳谈论死亡的，但是现在，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尽量无
痛苦、有尊严的死亡观念。

生前预嘱并不意味着放弃
治疗，也不同于安乐死。执行生
前预嘱，选择安宁疗护，是为了
病人在生命最后时刻减轻痛
苦。“现在开展安宁疗护的医院，
依然是少数，北京市可能在30
家左右。”王瑛说，长期以来，医
院的病房、病床和设备，是用来
抢救并延续生命的，而不是为了
生命安静地消逝。所以，在执行
层面，还需要更多医院来参与。

“医院也有很多苦衷。最常
见的问题是，有亲属坚持抢救怎
么办。在生前预嘱和亲属要求
之间，怎么抉择。”王瑛说，生前
预嘱立法后，给了医院一个坚强
的后盾。而未来，生前预嘱还需
要包括医疗、法律等更多社会力
量的参与，保障其执行力。

（北京晚报）

北京已经有医院开始尝试提
供类似生前预嘱的服务。北京市
隆福医院是北京首批安宁疗护示
范基地之一，医院的北苑院区和
天通苑院区总共设置了40张安
宁疗护床位，主要收治肿瘤晚期
和慢病终末期患者。

“来我们这里的病人，很多都
会说不想受罪。”示范基地负责人
王红介绍，虽然没有签署书面上
的协议，但病人的这种表达，也是
生前预嘱的一种体现。

在王红看来，生前预嘱在医
学领域是一个积极的进步，它体
现了对病人自主权的关注。王
红就曾遇到过病人的意愿与家
属产生冲突的情况，病人不想做

“无效治疗”，但家属却总还抱有
希望。为此，医院把病人和家属
召集在一起，通过家庭会议的方
式让大家把话说开。“我们是很
希望家属能够理解病人，因为对
于病痛的感受，只有病人最清
楚。”

平时，医院也鼓励家属能陪
伴在病人的身边，这样病人有任

何嘱托，也可以提前和家属沟通
好。“最简单的例子，病人病情突
然恶化，意识不清无法做决定
了。医生问家属，要不要插管？
如果病人没有提前和家属沟通，
家属就会很为难。但如果有了
生前预嘱，家属就能更容易做出
决定。”

一般来说，安宁疗护病房收
治的病人，预期生存期不会超
过半年，但有些病人和家属对
于这个话题比较避讳。从心理
学角度来说，正视死亡、做好后
事的安排，其实在一定程度上
能够减轻病人和家属的压力。

“我们的医护人员和心理治疗
师也会对病人和家属开展‘哀
伤辅导’，在病人可以接受的范
围内，引导他把内心想表达的话
说出来。”

在王红看来，想要更好地推
广生前预嘱，离不开更加完善的
生命教育。“一个人对于死亡的
认识和思考不应该到了生命的
末期才进行，应该贯穿整个生命
周期。”

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罗老师，
是退休教师，是北京市生前预嘱推
广协会的志愿者，同时，也是生前
预嘱的立嘱人。

罗老师也是在送走亲人之后，
对生死有了新的认知。

“我在2010年，送走了我的妈
妈。那以后的几年，我都没法从悲
痛中走出来。”罗老师回忆，母亲罹
患结肠癌肝转移，多家北京知名医
院诊断为病情“不可逆”。“在治疗
一段时间后，我把妈妈接回家，不
再做增加痛苦的检查和治疗，只服
用利尿和止痛的药物。陪着她，走
完了最后的时间。从确诊到离世，
只有短短36天。”

母亲遗体火化的那一刻，罗老
师陷入深深的哀伤和自责。2015
年，她看到了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
会创始人之一罗点点的书《我的死
亡谁做主》。“我明白了，当时放弃无
谓治疗是对的。但是错在没有跟妈
妈聊过病情，没有早点询问她，并给

她选择自己何去何从的权力。”
在系统了解生前预嘱之后，罗

老师注册成为推广志愿者，并且在
2016年5月，签署生前预嘱。

“我知道有很多立嘱人，也和
我一样，都经历过亲人的离去。这
种经历，促使我们思考，要怎么结
束这一生。”要不要在弥留之际，使
用生命支持系统；要不要在最后时
刻，有亲人陪伴在身边……这些都
是生前预嘱的内容。

随着不断参与志愿工作，罗老
师自己的想法也在不断完善，生前
预嘱的内容也多次修改。“比如一
开始我是拒绝使用生命支持系统
的，但后来我改成‘如果系统能减
轻我的痛苦，可以使用’；还有起初
我想自己一个人平静离开，但后来
还是改成‘希望有亲人陪伴’。”

她说，生前预嘱不是一种冲动
行为，也不是“讳疾忌医”，而是更
理智地面对死亡，“我只是想按照
我的意愿，走完最后的日子。”

深圳市生前预嘱推广协会会
长李瑛非常欣慰，因为他们的努力
终于看到了现实的改变。

李瑛第一次接触到生前预嘱
这个概念是在大约10年前，那时她
的父亲罹患肾癌，在重症监护室住
过一段时间。出院之后的一次家
庭会议上，父亲明确表示，以后无
论发生任何情况，都不要再把他送
进重症监护室了。本身就是医生
的李瑛并不知道，这其实就是父亲
所立的一个口头“生前预嘱”，当时
李瑛不太能理解老人的想法。但
当父亲2016年病危之时，李瑛还
是遵从了老人的意愿，父亲最终在
普通病房安然离世。

“身为医生，同时又是家属，会
有一种不救人就是没尽力的感
觉。”父亲去世以后的相当长一段
时间，李瑛内心非常困惑。

后来，李瑛接触了安宁疗护和
生前预嘱理念，这才理解父亲当初
的选择。“病人的病情已经恶化到
任何治疗手段都无法起效的时候，

如果再进行插管、放化疗之类的治
疗，只会陡增病人的痛苦。生前预
嘱其实是最大程度地尊重了病人
自身的意愿，同时也能卸下家属的
心理负担。”

之后，李瑛投身到了安宁疗护
和生前预嘱的宣传工作当中，渐渐
地也有病人找上门，希望能签下一
份生前预嘱协议。协议的内容，主
要是病人需要什么样的医疗服务、
是否需要生命支持治疗。此外，病
人还可以写下希望对家人和朋友
说的话，以及希望他人如何对待自
己、如何帮助自己。

2021年底，一位年近八十、肿
瘤已经发展到晚期的老妇人，在老
伴的陪同下来找李瑛签署生前预
嘱协议。了解到病人不希望再接
受痛苦的治疗，李瑛将老人推荐到
了当地一家开展安宁疗护服务的
医院。在医院的日子，老人更多接
受的是镇痛治疗，而非放化疗。就
在一个多星期前，老人平静地离开
了人世。

医院：病人最清楚自己的痛

立嘱人：最后的日子我做主

推广者：安宁疗护依然是“少数派”

山西公证遗嘱服务中心向社会提供服务山西公证遗嘱服务中心向社会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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